
叙述声音的源头与叙述主体冲突

谭光辉

内容提要 叙述声音与叙述者互为存在前提，因此叙述者只能通过叙述声音得到识别。经典叙述学把叙

述声音区分为叙述语和转述语，但仅用这种区分方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叙述主体冲突。叙述者是一个框架，

框架中的各个组件都可以发出声音，寻找这些不同的声音的源头就可以建构起叙述者的框架形态模型。不同

声音源头的冲突便是叙述中主体冲突的原因，也是造成各种叙述修辞的原因。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便可以给

叙述修辞以更为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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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叙述声音源头的叙述者之构成

任何叙述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叙述者，同时，任何叙

述者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叙述，叙述和叙述者是互为存

在条件的。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只有有了言语的主体，才

可能有言语，同时，只有有了言语，言语的主体才可能存

在。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一部分不能进行语言表达的人

永远都成不了表达者，因为没话语被他说出来。同样的

道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言语，也就不存在任何言语

主体，尽管这几十亿人照样存在。这与洛特曼对文本与

语境、作者的关系的看法是同样的逻辑: “洛特曼认为语

境并不先在于文本，是文本的前提条件; 相反，在最宽泛

的意义上来说，是文本创造了语境，包括所有在传播行为

中的参与者”，“并不是作者创造了文本，而是文本创造了

作者”。①由于这个原因，生活中的作者和叙述者的区别

也就特别好理解，作者不等于叙述者。因为任何作者一

旦开始叙述，他已经分裂出一个叙述功能。同理，一旦存

在一个叙述，这个叙述的叙述者就不再可能等于作者。

换句话说，叙述者只存在于叙述之中，而不存在于其他任

何地方。我们只可能根据叙述去建构叙述者，而不可能

在任何世界找到叙述者。叙述者不存在于实在世界，不

存在于可能世界，也不存在于虚构世界。它不是一个形

象，也不是一个人格，而是一个功能。如果把叙述功能进

行人格化想象，我们就得到隐含作者。叙述者的唯一功

能就是叙述，他是叙述的声音源头。由于“人的所有感

觉、思维都是在符号中进行的，思维就是符号的衔接游

戏”②，所以从符号文本就可以反推出一个思维形态，思维

也只能通过符号反推。要建构叙述者，唯一的依托就是叙

述声音。叙述者，只是一个比喻，一个声音源头的比喻。

因为叙述者只以声音源头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就

只可能根据叙述声音去判断叙述者的形态。叙述声音也

可以叫做“话语”，其形态直接决定叙述者的形态。在一

个叙述文本中，由于叙述声音可能来自多个不同的叙述

主体，所以叙述者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从本质上说，

它是一个框架③，叙述声音可以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

特别是在多媒介叙述文本中最为明显。例如一部纪录

片，声音可以来自采访者、被采访者、旁白、字幕，甚至来

自观众的二次叙述，等等。就是说，任何叙述，都不可能

由一个主体独立完成，它必定是在主体间交互完成的。

即使是内心独白，也要设想一个能够听见自己独白的自

我作为接收主体，进行叙述的自我叙述出来的话语，必须

让作为接收主体的自我能够理解，他就不得不考虑作为

接收主体的自我的感受和理解能力。一旦内心独白的发

送主体和接收主体能力不一致，自己说的话自己听不懂，

人即陷入精神分裂。正常情况是，有多强的理解能力就

有多强的叙述能力; 同理，有多强的叙述能力也就有多强

的理解能力。叙述者受限于叙述的文化框架。只有一种

叙述宣称是例外，那就是“神谕”。即使是神谕，也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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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不得不进入语言的文化框架之中。
黑格尔认为:“在古典型艺术里神谕毕竟还占有重要

地位，这是因为其中人的个性还没有达到内在性 ( 精神

性) 的最高峰，而只有在这种最高峰上主体才能完全凭自

己的行动作出决定。”④就是说，对叙述者形态的想象和

建构，至少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认识过程。柏拉图认

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真理存在于“理式”之中，“一切诗

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

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⑤柏拉图反

对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是因为诗人作为“人”的主体没

有得到柏拉图承认，所以诗就与他说的那个作为“理式”
的真理隔了三层。换句话说，柏拉图既不承认“诗人”具

有独立精神，更不承认“诗”本身具有独立精神，诗就是对

现实的摹仿，而现实又是对真理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虽

然师承柏拉图，但是却为诗人做了辩护，承认诗人的主体

性地位。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

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

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

肃的艺术”，诗人是“情节的编制者”。⑥亚里士多德所论

的情节核心，是“事件的排列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

而这二者，都掌握在诗人手中。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的最大变化，就是叙述的权力被掌握在了诗人的手中，诗

人有资格安排情节而成为叙述者。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承

认历史、史诗、悲剧、喜剧都是摹仿，但是摹仿的对象变

了，是“可能”或“必然”的事，“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

事”，因而它既是对“行动”的摹仿，也是对真理的摹仿。
现代叙述学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以叙述文本为中心，

“强调作者客观化和非个人化”，“要求消除小说里作家出

面的一些明显的标志”。⑦布斯在做出上述判断的同时也

认为，“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

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⑧在读

者中心论崛起之后，仍然不可能去除作品而空谈读者。
英伽登 强 调 的 是“必 须 区 分 文 学 作 品 与 作 品 的 具 体

化”⑨，伊瑟尔强调的是“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

程”⑩，姚斯认为“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

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

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瑏瑡，他们都没有否

定作者和文本的地位。简言之，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

者中心，都只是研究重心的偏向，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余二

者。
作者、文本、读者中心论的分别崛起，恰恰说明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一个叙述而言，每一个组件都是重

要的，因为每一个组件都是叙述框架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叙述者的时候，就会发现，各大理论

所论的中心，都是作为框架的叙述者的一个部分。叙述

声音可能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当然，由于叙述者本

身的框架化性质，不论这个声音的源头在哪里，它必然通

过框架叙述者这一个总渠道发出，故而叙述中的任何声

音都可以认为是由叙述者发出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

多大意义，完全不利于我们辨别修辞或结构意义上的声

音差别，因此我们又必须悬置框架叙述者，转而讨论有差

异的声音源头。即是说，虽然叙述者可以有多种伪装方

式，但是当我们讨论修辞或结构差异的时候，我们宁可去

谈它的伪装，而不愿谈那个本质。

叙述语与转述语的相对性和判别困难

经典叙述学一般区分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一种是

叙述语，一种是转述语。在此领域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中

国学者是赵毅衡，他在《文学符号学》《苦恼的叙述者》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等多部著作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

题。叙述语被理解为对叙述者话语的直接引用，转述语

被理解为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引用。由于叙述者和人物

在常规理解中很容易被理解为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所

以这个区分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王彬认为“小说是叙

述语和转述语的组合”，“叙述语被叙述者控制”，“转述语

被人物控制”瑏瑢，徐岱认为叙述语就是“由叙述者发出的

言语行为”，转述语就是“由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引入文

本的言语行为”瑏瑣。但是这样区分也容易陷入两难困境。
在多层次引语中，我们极难判断一个主体到底是人物还

是叙述者。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原文是第一人称叙

述，常规理解是将“我”理解为叙述者，所以小说中的非引

文部分就应视为叙述语。但是林纾在翻译该小说的时

候，在小说的开头加了一个“小仲马曰”瑏瑤，由于这个引导

语的作用，我们就应该把原来被视为叙述语的部分全部

看作转述语。又如福克纳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小说

中人物语言全用单引号，暗示整个小说文本是对另一个

人物的话语的引用，这样一来，整部小说都是转述语，那

叙述语又在哪里? 难道一个单引号就能改变叙述声音的

性质? 这两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叙述语和转述语是相

对的，转述语就是上级叙述主体声称或暗示并非由他直

接叙述的话语。这样，我们既可以把鲁迅小说《在酒楼

上》的“我”的声音、吕纬甫的声音、老发奶奶的声音都视

为叙述语，也可以把“我”的声音视为超叙述层叙述者对

“我”的声音的转述，把吕纬甫的声音视为“我”对吕纬甫

声音的转述，把老发奶奶的声音视为吕纬甫对老发奶奶

声音的转述。叙述语是实质，转述语是修辞技巧，凸现的

是“主体冲突”瑏瑥。任何叙述语，对上一级叙述者而言就

是转述语。任何转述语，对下一级人物而言就是叙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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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转述语并不具有改变该叙述的意义的作用，但

是却可以改变该叙述的表达效果和风格。转述语分为四

类: 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间接自由式、直接自由式。
凡是有引导句的都是“引语式”，无引导句的就是“自由

式”;“直接记录”人物语言( 说话人物在转述语中自称为

“我”) 的就是直接式，叙述者用自己的口气把人物语言说

出来( 说话的人物就称为“他”) 的就是间接式。瑏瑦这个区

分非常清晰，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却会遇到麻烦。赵毅衡

列举了两种情况，第一是“如果转述语中讲话者没有自

称”时应当如何区分直接式与间接式，第二是“自由式与

引语式的区分———引导句，在具体叙述中也会出现各种

变体，引导句可以变得很模糊”。瑏瑧在遇到上述情况的时

候，接收者的感觉和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现

代小说中，由于转述语常常故意模糊话语主体，让这四种

转述语的界限非常模糊。例如，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
中的两段:

a． 你在全 国 跑 了 不 少 地 方 吧? 可 是 你 不 到 新

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
b． 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 那说来话长了。其实

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
由于《肖尔布拉克》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汽车司机在说

话，司机自称为“我”，所以可以算是“直接式”，整个文本

应该算是直接引语。然而，这个直接引语既没有引导语，

也没有引号，只能算“自由式”，但它又有一个副标题“一

个汽车司机的故事”和语气的引导，所以又像是“引语式”
的。如果整个文本都是转述语，那么上面 a、b 两句中的问

句又该怎么归类呢? 我们发现，只有把司机看作叙述者，

把他说的话都视为叙述语，才能将这两个句子与其余部

分区别开来。我们先假定司机的话都是叙述语，那么 b
句中的问句是间接自由式的，这很明显，然而这个话语的

声音源头又是“你”，“你”既是人物又是受述者。若将其

看作受述者，又怎么能够将其理解为转述语? 现在再来

看 a 句中的问句的声音归属。它既像司机问搭车人“你”
的话( 因 为 根 据 下 文 b，“你”问 司 机 时 司 机 都 被 称 为

“我”) ，也像搭车人“你”问司机的话( 因为根据内容，只

有司机才会在全国跑不少地方) 。根据上下文反复揣摩，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司机问“你”的话，这个判断是

根据语流、语气、风格以及后面那个“可是”做出来的。既

然如此，它就应该是叙述语，但是因为是个问句，暗含了

一个“我问”的引导语，所以它又好像是一个转述语。如

果将其看作转述语，它应该归入哪一类，又很费周折。由

于没有引导语，它应该算自由式，但是问句格式又相当于

给它加了一个引导语，又像引语式。
这个例子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叙述语和转述语是

相对的。只有把上一级话语看作叙述语的时候，下一级

的话语才能被看作转述语。当我们确定一个话语为转述

语的时候，上一级话语自然就成了叙述语。所以，所谓的

转述语中的“引导语”，实质上就是一个把它所在层级的

声音定位为叙述语的标志。第二，区分叙述语和转述语，

并不是依据该话语的表面形式( 有无引导语，有无人称变

化) ，而是根据该话语的声音源头到底处于叙述框架中的

哪个部分来确定。又如《肖尔布拉克》的下一段叙述:

你( a) 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 b)

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心里就会想:

咱们( c) 国家还是好人多哇! 你( d) 呢，一看他那副

笑脸，心里也会暖呼呼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

了。我( e) 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

我( f) 就觉得不孤单了。
确定了有叙述语的大框架之后，这段文字中就有一

些是转述语。a“你”应视为对受述者的称呼，因此第一句

应视为叙述语。b、d 两个“你”，是叙述者对自己的称呼，

但是仍然应该视为叙述语，因为声音源头还是叙述者的。
如果声音是叙述者的，为什么他自称为“你”呢? 赵毅衡

认为这种情况下的“你”是“‘我’的另一种说法”瑏瑨。但

是毕竟在语言中，“你”不可能指说话人自己，所以此处又

像间接自由式转述语。也可看作声音源头从司机处跳到

了叙述框架的背景深处，所以又像是司机引用框架的声

音，像直接自由式转述语。而 c“咱们”一句，从形式上看，

前面有引导语，应视为“他”的自称，应该算直接引语。然

而，又因为这句话应该视为“司机”对“他”心理活动的推

测，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他”想的，而是司机想的，声音源

头应该在司机处，看作“引语”就很牵强，所以又应该是叙

述语。e、f 两个“我”又回到了司机的那里，所以还是叙述

语，但又像“假性直接引语”。在这个例子中，叙述者所处

立足点在不断变化: 有时立足在司机处，有时立足在框架

深处，有时立足在司机所述的乘客“他”处。由于叙述者

所处位置可以不断变化，我们就很难在一个叙述中确切

分清哪个是叙述语，哪个是转述语。
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情况，对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判

断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形式上的判断和实质上的判断又

有各种交叉，加上叙述语与转述语具有相对性，我们就更

难确定一个叙述中的话语到底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了。
特别是在多层级叙述和意识流式的独白叙述中，叙述者

声音和人物声音就更难分清。又由于叙述者形态的复杂

性，叙述声音可能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它甚至可以来

自人物，所以将叙述者与人物对立起来进行的叙述语与

转述语区分在处理比较复杂的叙述声音的时候就会陷入

困境。在如下几种情况中，我们很难判断该话语是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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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还是转述语:

1． 叙述中的设问句或反问句。梁军著《金瓶梅札记》
第六回:

那么，读者一定会问，这位王六儿是何许人也?

她凭什么能让西门庆这位久经沙场的前辈神魂颠

倒、欲死欲活的呢?

《玉梨魂》第一章:

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 者 谁 耶?

扶之者谁耶? 怜之者又谁耶?

第一个叙述的形式是直接引语，但是声音来源却不

是人物，所以又不能算转述语。由于有“读者一定会问”
的引导语，所以又不能说它是叙述语。此类叙述假定引

用读者的话语，也可理解为引用隐含读者或受述者的话

语，然而它本质上是叙述者的话语。第二个叙述的问句

声音源头并不清楚，似乎是几者的综合。反问句预设了

一个答案，有时相当于预设发问者已有答案，有时相当于

假定读者已有答案，所以也相当于引用了读者的话语，目

的是增强说服性。有学者统计并发现在古代白话小说中

反问句被“高频使用”，其作用是“教化功能的需要”瑏瑩。
《论语·学而》连用三个反问句，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
根据直观感觉，民初文言小说中反问句比古代白话小说

还要多，大概是因为此期小说的说教氛围更浓。乔治·
桑的散文《冬天之美》结束时说:“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

是极大的乐事吗?”瑐瑠也可以视为已经为读者预设了一个

答案。
2． 叙述中的格言警句。格言警句既可以理解为叙述

者说的，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引用的话语，但该话语不是

来自人物。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曰”，可以看作警句的

变体。《西游记》第一回:“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 天

地交合，群物皆生。’”看起来很像转述语，但是声音源头

并非人物，所以又不符合转述语的定义。
3． 叙述中的常识。常识之所以是常识，就是因为假

定作者、叙述者、人物、受述者、读者都知道且明白的话

语。所以，它就既可视为叙述者的话语，也可视为对其他

组件话语的引用。用“话说”引领的叙述可以算此类型中

的一个亚型。《三国演义》第一回: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

必合，合久必分。”“话说”颠倒了动宾结构“说话”，“话”
成了言语的主体，“说”成了动作，言说者就可以是叙述框

架中的任何一个。
4． 以“本文”、“本书”自指的叙述。《西游记》第一

回:“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 外 有 一 国 土，名 曰 傲 来

国。”叙述者以“这部书”自称。《红楼梦》第一回介绍书

的复杂来历之后写道: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按那石上书云……”然后开始故事，叙述者就成了文本。

既然叙述者并无一个确定的人格主体，我们又何以能够

确定哪些话语是叙述者的话语，哪些话语是人物的话语?

难道人物话语就不是叙述者话语之一?

5． 各类主体冲突过强的转述语。第一人称叙述中的

直接自由式转述语，如果风格特征不鲜明，极易与叙述语

混淆。对这一类，“转述语需要有很强的主体特征”瑐瑡。
对间接式而言，申丹认为“因为‘自由间接引语’在人称和

时态上与叙述语相同，因此有时与叙述语难以区分……
即便可以区分，我们也能同时听到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

的声音”瑐瑢。她说的“自由间接引语”可能是“间接自由

式”转述语，这种转述语也只能靠风格标注，若风格不明

显，极难判断。由于中文没有时态接续性，两类“自由式”
转述语都靠风格区分。而“引语式”转述语如果叙述主体

特征过强，也会变成“假性引语”。申丹在讨论赵毅衡的

转述语划分之后认为，“在没有人称或人称不起区分作用

的情况下，由于无法断定转述语的时态，很容易出现直接

与间接的两可型。”瑐瑣转述语确实是叙述主体冲突的主战

场，而斗争过于激烈的话又造成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

转述语。
介于此，本文认为叙述中的主体冲突还要远远复杂

于转述语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主体冲突，叙述框架中

的各组件之间都可能产生冲突。为了说明主体间的冲

突，第一个工作应该是分清声音源头是框架中的哪一个

部分。上文提到的五类情况说明，叙述者的声音源头可

能来自隐含读者( 第 1 类) 、文化框架( 第 2 类) 、叙述框架

( 第 3 类) 、文本( 第 4 类) 、隐含作者( 第 5 类) ，叙述声音

还可以来自人物，特别是第一人称叙述，我们可以认为所

有声音都来自人物“我”，那它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 叙

述声音还可能来自作者和读者。每一种声音之中，都可

能包含转述语，也可能被转述，这样就使整个叙述成为一

个转述语大集合。

叙述中的主体冲突都是叙述框架内部的冲突

叙述者确实是变化多端的，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可以

附身于叙述中的任何一个组件，可以自由地引用任何组

件的声音。我们既可以把叙述中的任何话语都视为这个

千变叙述者的话语，又可以把任何话语都视为这个千变

叙述者对各组件话语的直接引用，或者说各组件本就是

叙述者的一部分。为了整一性，我们常用第一个视角，为

了区分性，我们可以采用第二个视角。
在话剧、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中，叙述声音总是

来自人物，人物分裂出一个叙述功能，第一人称叙述的小

说也属此类。在这类体裁中，所有话语都应视为“直接引

语”型转述语，那叙述语又在哪里? 如果把舞台呈现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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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语，那么广播剧的叙述语又在哪里? 合理的解释只

能是，在任何叙述中，人物本身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叙述功

能，任何转述语，其中已经内含了一个叙述语功能。任何

人物的话语都反向叙述了发出该话语的人物，所以人物

本就是叙述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文体中，叙述

者的声音源头可以被明显地安排在人物那里。只要我在

生活、在行动，我就在叙述我自己。
在图片、雕塑等影像叙述中，从文本中找不到任何叙

述声音源头，情节依靠读者“二次叙述化”重构。这时，叙

述者的声音源头就在读者那里。读者也是叙述框架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些特殊的叙述文本必须依靠读者才能完

成叙述过程，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字叙述中也越来越多，例

如于坚的长诗《〇档案》，叙述语基本上要靠读者重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者的记忆可以被‘唤起’，记忆容

量可以扩充”瑐瑤，读者可以感觉到来自自己的记忆中的声

音。
叙述声音也可以来自文本本身，而不需要来自文本

外的任何组件，这个类型的典型代表是元小说中的故事。
元小说详细叙述一个故事的写作过程，可以在文本中展

示另一个文本的构思过程，所以声音就来自文本本身。
鬼子的短篇小说《卖女孩的小火柴》中，写了吴三得构思

写作《卖女孩的小火柴》的“构思备忘”，描述这个题目下

故事的多个构思可能，读者不能通过二次叙述还原一个

情节，作者也没有写出一个故事，但是鬼子的小说之中又

包含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可能情节。如果非要说该故事

有一个声音源头的话，那么这个源头只能存在于文本之

中。这就说明，文本本身也是叙述框架的一部分，声音源

头可以只在文本。又如占卜，如果占卜者是无神论者，那

么声音源头就只能存在于占卜文本之中。
当我们面对一个异国文化展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

文化参与叙述，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在向我们讲

述存在于该文化之中的各种物品和人物。当我们阅读一

本外文原著小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当一个

不同于我们所在的文化体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文

化本身的叙述功能就得到了突出，我们会感觉到一个抽

象的文化的声音在向我们传达意义，讲述这个文化及其

中人物、物品的特点。胡壮麟认为，“意义是从‘符号资

源’中根据所要体现的功能进行选择和被表达的”，“在创

作多模态小品时，作者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模态，或两

种，或三种，或更多”瑐瑥，“符号资源”就是文化体系，作者

虽然有选择权，但是“选择”并不以“声音”的形式体现，声

音存在于文化之中。
就是说，在一个叙述中，我们除了听到作者的声音之

外，还能够同时听到其他组件的声音。有时某一个组件

的声音比较突出，淹没了其他部分的声音，有时各个声音

势均力敌从而让我们不知声音来自哪里。所谓转述语，

就是人物声音源头得到突出而其余声音源头被弱化或退

在幕后的叙述话语。直接引语式转述语是人物声音源最

突出的，间接自由式转述语是最弱化的，直接自由式和间

接引语式介于二者之间。由此观之，所谓的叙述中的主

体冲突，就不是仅存在于叙述者和人物之间，而是存在于

构成叙述者的各组件之间。存在于转述语中的主体冲

突，只是叙述主体冲突的一小部分。
叙述中的作者( 或隐含作者) 可能与读者( 或隐含读

者) 冲突，例如德国诗人奈莉·萨克斯的诗歌《你们这些

旁观者》:“你们这些旁观者，/你们虽然没有亲手杀人，/
可是你们却不能将 /你们欲念的尘埃抖掉。”瑐瑦作者显然

不完全同意读者或隐含读者的人格和行为。而在反讽式

叙述中，读者的判断总是与叙述文本相悖，所以反讽就是

制造文本、读者冲突的修辞。作者与文本冲突的情况常

见于低调陈述、夸张、委婉语等修辞格中。低调陈述把严

重的事件作轻描淡写的叙述，读者可以感觉到叙述者的

作者部分对此事件十分重视，但是文本部分却极其不重

视。夸张与此相反，作者本来不重视，文本却相当重视。
委婉语则是作者的意向性意义与文本意义已经隐含不一

致，但是该不一致并不是仅仅由读者判断出来的。“含沙

射影”、“指桑骂槐”，作者已经与文本产生冲突，叙述者的

两个组件已经暴露。黑色幽默在文本层面有一个幽默的

叙述者，而在作者层面却有一个悲剧的叙述者，二者的声

音强度基本一致，从而产生“双声叙述”的效果。
人物与作者的冲突也是很常见的主体冲突。描写一

个反面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并不同意他的想法，但是人

物的想法又看似合情合理。《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作为

人物的“我”在孔乙己腿被打折之后仍然冷漠地叙述，我

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并不赞同“我”的这种态度，而作者对

孔乙己的态度已由嘲讽转变为同情。人物与读者的冲突

常发生在具有反讽性的人物身上。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常

自称“流氓”、“痞子”，但是读者却老是在他们身上找到闪

光点。伊沙的诗歌《饿死诗人》最后几句: “我呼吁: 饿死

他们 /狗日的诗人 /首先饿死我 /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

帮凶 /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我”是叙述框架中的人物

部分，他对自己及所属的诗人群体进行了彻底否定，但是

读者却不会真如他那样否定他，反而会自动为他辩护。
作者与文化的冲突常见于“戏仿”、“恶搞”之中。作

者使用一个体裁叙述，但他并不赞同这个体裁; 使用一种

说话方式，并赞同这种说话方式等等。鲁迅《野草》中的

《我的失恋》副标题是“拟古的新打油诗”，作者不同意的，

正是“拟古”的诗或“新打油诗”这种文体，也不同意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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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体之中的文化心态。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

称讽刺的是“当时盛行的失恋诗”瑐瑧，韩石山说“明眼人一

看，就知道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瑐瑨。而读者在听到作

者声音的同时也听到了体裁和文化的声音，而这二者是

互相矛盾的。又如台湾网络上曾经有一个很轰动的恶搞

小说《铁拳无敌孙中山》瑐瑩，历史和文化的声音还在，然而

却被作者进行了“恶搞”。刘志强的《笑时代》，就像个当

代流行文化大杂烩，文化声音很突出，作者的声音也很突

出。文化与读者的冲突常存在于具有文化革命性的作品

中。作品中存在一个全新的文化思想，而假定读者不会

同意这个思想，因此常给具有该思想的人设置一个“疯

子”或“天才”的身份。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有一个在礼

教中看出吃人本质的思想，然而假定读者并不能看出这

一点，所以通过“狂人”发言。高铭的《天才在左，疯子在

右》也有这样一个假定，若假定读者都同意“疯子”们的奇

思妙想，那其中的思想和文化就成了常识，也就不需要给

有该思想的人一个“天才”和“疯子”的身份。
在上一节列举的五种类型中，设问句和反问中同时

显现了作者与读者的声音; 格言警句同时显现了作者与

文化的声音; 常识叙述中同时显现了各种声音; 以“本文”
自称的叙述中同时显现了文本和作者的声音; 主体冲突

过强的转述语同时显现了( 隐含) 作者和人物的声音。除

此之外，各组件还可能自我冲突，形成悖论。事实上，上

述各类都是某种叙述修辞。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所有冲突类型进行全列举。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处于叙述框架内的各部分均可以发

出声音，而任意两个声音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冲突从而造

成叙述者内部观念的不一致并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制

造叙述者的内部冲突，正是叙述修辞的重要着手点。这

在电影修辞中十分明显，例如黑色电影，“严格意义上的

黑色片或当代黑色片里最令人激动的东西恰恰都是‘杂

交’的，而且以一种隐约的焦虑不安渗透于布景、风景、人
物、甚至最为熟悉的故事之中”瑑瑠。“杂交”的目的往往就

是制造冲突，这正是电影修辞的重要手段。在文字类叙

述中，制造各种不同叙述组件的声音冲突正是现代小说

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可以视为对

叙述者冲突的早期探索，他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

是“多声部性”、“全面对话”性的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

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

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瑑瑡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于

小说结构的各个要素: “小说结构的所有要素，在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均有其深刻的独特之处……突破基

本上属 于 独 白 型 ( 单 旋 律) 的 已 经 定 型 的 欧 洲 小 说 模

式。”瑑瑢虽然巴赫金讨论的重点是作者声音和人物声音之

间的冲突，但仍然给叙述者的主体构成分析以强烈的启

示意义。申丹发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

程，一是情节发展，另一个则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

流”瑑瑣。这个所谓的“叙事暗流”，同样可以理解为被淹没

在显在声音中的声音暗流，其声音源头仍然来自框架中

的某一个部分。叙述声音源头的分析必须首先依赖对叙

述者构成的本质分析，赵毅衡发现所有的叙述者都表现

为“框架 － 人格”二象瑑瑤，将对叙述者的本质形态的认识

继续向前推进。由于叙述者由多个部分构成，所以具有

框架特征，由于组成框架的各部分可能是人物、作者、读
者，当这些人格化部分发出声音时，他又可能具有人格化

特征。
对叙述者认识的深化推动了叙述学的发展，许多悬

而未决的叙述修辞问题在构成叙述者的成分清晰化之后

也将逐渐清晰化。所谓叙述修辞，很大部分都是在叙述

的声音源头上有意制造矛盾冲突而形成的特殊表达效

果，其总体倾向是造成叙述解释意义的不确定性。由于

叙述者不再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人格，许多曾经模棱两可

的说法和暧昧不明的修辞定义都可以纳入这个框架进行

更为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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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鲸生平考
顾芯佳

暖红室本、吴梅校本、集成本的吕天成《曲品》中均载

沈鲸为“平湖人”; 而清初钞本、清河本、曲苑本则无。吴

书荫《曲品校注》等皆云:“《咸丰兴化县志》卷七《选举·
二》上载沈鲸在明成化间任嘉兴府知事。”据《明史》卷七

一、志第四七《选举三》: “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

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

亦不限南北也。”由于任官制中的本省回避制度，沈鲸在

嘉兴府为官，定不会是平湖人。现存最早的《兴化县志》
为嘉靖三十八年刻本，其中卷三《选举表》: “成化二十一

年，应例: 沈鲸，嘉兴府知事。”万历本《兴化县新志》卷之

五《人官之纪·秩官》:“成化年间，应例入监: 沈鲸，嘉兴府

知事。”此处皆记沈鲸为兴化县人，所以沈鲸确非平湖人。
嘉兴南湖揽秀园碑刻文物公园内有鲍恂《嘉兴路总

管府经历司题名记》碑，上有: “知事: 沈鲸，扬州府高邮

人，监生，弘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上任。”明代，兴化县属

高邮州，高邮州又隶属于扬州府。据盛仪《( 嘉靖) 惟扬

志》卷之二“至正丙午年( 至正二十六年) 复为扬州府直

隶。京师以高邮、通、泰三州及江都、泰兴、仪真、六合、兴
化、宝应、如皋、海门、崇明九县属焉。”其卷之二○《人物

志·下》:“例贡，扬州府兴化县: 沈鲸，嘉兴府知事。”遂碑

上载沈鲸为扬州高邮人亦无舛误。嘉兴县历代皆有题名

碑，旨在存其姓名，不致物化声沉。嘉庆本《兴化县志》卷

一八《职官》:“汤志称昔有题名碑，为苗帅杨鄂勒哲所毁，

惜哉! ……元明至今，则据府县各志，益以册牍所载，为

令佐表。”
明代嘉靖本《嘉兴府图记》卷一二《人文三·官师》:

“前代官师事漏而职名仅存者，弘治时，知事: 刘刚、熊飞、
沈鲸。”万历本《嘉兴府志》第九卷《郡职》:“弘治乙丑: 沈

鲸( 经历) ”，此处记沈鲸担任“经历”一职，笔者认为应是

被混淆了。因为嘉靖本《嘉兴府图记》上的官师表与万历

本《嘉兴府图记》中的郡职表以及《嘉兴路总管府经历司

题名记》碑上的人员名单大抵相同，且一些人员记载的上

任时间也完全吻合或接近，亦可证明嘉兴南湖揽秀园中

发现的鲍恂《嘉兴路总管府经历司题名记》碑上的“沈鲸”
确是其本人。

弘治本《嘉兴府志》卷五《见仕》中无沈鲸，其中记录

职官上任时间最晚的为弘治四年。细校各本府志、县志

中的官师名单，排序皆按上任时间先后为准。弘治本《见

仕》中载有一知事名为刘刚，此处记他为弘治元年上任;

明代嘉兴府最后一部府志万历本《嘉兴府志》记他为弘治

年间上任。在各部府志中，他的名字都列于沈鲸之前，据

此可推测沈鲸的上任时间不会早于弘治四年( 1491 年) 。

(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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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 － HＲ management under the trend of boundless organization，crossover collabora-
tion and big data． In view of e － HＲ management evolution，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internet plus”and
HＲ management needs to combine innovation theories，while considering the multiple effects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taffs． Thus，the construction of e － HＲ management should combine“internet plus”tech-
nology and“internet plus”thinking，while carrying out in the dir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adaptability of“inter-
net plus”HＲ management and matching the ability of“internet plus”thinking at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 and
staffs．
( 6)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s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Voluntary Turnover of Chinese New －

Generation Educated Employees: Analysi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ang Congying Yang Dongtao ·108·

Chinese new － generation employees with knowledge have entered into workplaces and become core hu-
man resource． However，their voluntary turnover is so general and frequent that it has triggered great social
concerns． This research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of“expectation － emotion － attitude － action”to explain the
deep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s of voluntary turnover of Chinese new － generation educated employees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of thirty in － depth interviews，after
continuous comparison of the actual working situations and theirselves’working expectations，Chinese new －
generation educated employees will produce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will impact their working atti-
tudes and further more lead to their turnover．
( 7) State Ｒesonanc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hen Xingfa ·129·

The state resonanc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the operation mod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estab-
lished and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policy，which is gaining more and more theoretical and practi-
cal concerns in the West in recent years． The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re the ba-
sis of state resonance machine，and fairness and balance are the basic dimensions of state resonance． The le-
gitimac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cy is its central issue． This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goes beyond
the policy theory of free choice，administration control，and government － 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 discards
the policy mode of state corporatism，and social corporatism as wel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gov-
ernment to construct and reframe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cy．
( 8) On Legal Ｒegulation Pattern for Government Cooperation in Governance of Tran － Boundary Pol-

lution Shi Youqi Huang Zhe ·147·
Ｒecent years has witnessed the progress of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driven by the aggravation of trans －

boundary pollut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s substantial development，this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bounded and restricted by law． The legal regulation in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the governance of
trans － boundary pollution includes the patterns of hard law regulation and soft law regulation． These two pat-
terns have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ir own weak points． Therefore，a mixed regulatory pattern，
which is organically combined by both hard law regulation pattern and soft law regulation pattern，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make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complimentary to each other，to enforce the effect of legal
regulation，and to reach the expected objective．
( 9) Folk Songs and“Theatre”Spread Chen Shulu ·193·

In the“theatre”spread of the folk songs，the subjects are the“illiterate”farmers and villagers，children
and women，and the ordinary urban civilians．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in“theatre”spread are most grounded
and natural，and most popularized． Different from singing and response in poetry and ci，or the performance in
drama，the environment of“theatre”spread is able to make one“cooler”，very attractive in a resounding
manner． The“theatre”spread is a very primitive and fresh literary spread form． The folk song spread has
brought forth many famous folk individuals or team stars such as“Ge Bo”，“Tianji Team”，“Liu Sanmei”，as
well as many famous scholars，such as Liu Yuxi，Feng Menglong． The joint of the folks and scholars in folk
song spread pushes forward the simple and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e“true”literature，and enhances the de-
velopment of literary liberation wave against the feudal ethics and archaistic literary style．
( 10) On Source of Narrative Voice and Its Collision against Narrative Subjects Tan Guanghui ·199·

Narrative voice and narrator are mutual prerequisite of each other，therefore the narrator can only be rec-
ognized through narrative voice． Classical narration science separates narrative voice into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reported speech，yet，only with this distinction，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complicated conflicts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s． The narrator is a frame and all the elements in this frame may make sounds． By seeking the
different voice sources，the frame model of narrators can be establish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voice
sources are the causes of subject collision in narration． It is also the collision causes in narrative rhetoric． Nar-
rative rhetoric can be described more clearly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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